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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三级预防的婚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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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婚姻教育是一种预防取向的心理教育模式, 近 40 年来被广泛研究和全面推动。

婚姻教育在形成和发展时期主要面向婚前阶段中产阶级高功能伴侣, 是一种广泛性预防。针对贫穷等处境不

利伴侣的选择性预防和处于抑郁早期伴侣的指导性预防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基于三级预防模型的婚姻教育在

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 未来婚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应从理论与研究、项目设计与实施

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关键词  婚姻教育; 广泛性预防; 选择性预防; 指导性预防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离婚率不断上

升, 粗离婚率从 1985 年的 0.45‰上升至 2018 年

的 3.20‰, 年均增幅 6.12% (张冲, 陈玉秀, 郑倩, 
2020)。婚姻家庭的不稳定给当代人的身心健康和

儿童的健康成长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如何有效预

防离婚及其消极后果, 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社

会现实问题, 也是学界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20
世纪西方家庭生活的变革导致离婚率急剧上升。

20 世纪后半叶离婚首次成为西方社会大多数婚姻

的终点, 这样的社会现实直接推动婚姻及亲密关

系成为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对象, 在研究策略和技

术上不断趋于完善和科学(Pinsof, 2002)。与此同

时, 随着预防学的兴起和发展, 以实证研究为基

础的婚姻教育受到广泛重视和全面推动。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婚姻教育作为预防离婚的重要举

措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奥地利等国家迅速

发展(Stahmann, 2000), 美国政府自 1990 年代以

来大力倡导“健康的婚姻” (government supported 
healthy marriage initiatives), 并给予更多公共政策

和资金支持(Markman & Rhoades, 2012),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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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催生了婚姻教育全面快速的发展。鉴于

当今中国社会高离婚率的客观现实和婚姻教育重

要的临床和应用价值, 本文拟从预防学的视角对

婚姻教育做全面系统的介绍, 以推动国内研究界

对该领域新进展的关注和研究。 

2  概念界定 

文献中有关婚姻教育 (Marriage Education, 
ME)常有一些不同的表述, 如关系教育(Relationship 
Education, RE)、伴侣和关系教育 (Couple and 
Relationship Education, CRE)、婚姻和关系教育

(Marriage and Relationship Education, MRE), 尽管

术语不同, 但都指为增进和增强亲密关系的预防

教育。本文主要使用“婚姻教育”一词, 对相关术语

不作严格区分。 
婚姻教育在形成和发展时期主要针对婚前阶

段, 预防取向的婚前辅导主要以“伴侣(couple)”形
式进行, 目标是促进婚姻家庭生活的健康发展。

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同居伴侣的增多和婚前辅

导的迅猛发展, 近年来研究者大多使用更为宽泛

的“关系教育”, 将其界定为“为‘个体’(单身或伴侣

关系中的个体)和‘伴侣’(双方一起)提供教育、技

能和原理等方面的帮助, 以帮助他们获得健康稳

定的关系” (Markman & Rhoades, 2012)。当前婚姻

教育的重点从最初的中产阶级伴侣开始转向多种

处境不利伴侣 (如 Bradford, Hawkind, & 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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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Carlson, Rappleyea, Daire, Harris, & Liu, 
2017; Hawkins & Erickson, 2015; Wood, McConnell, 
Moore, Clarkwest, & Hsueh, 2012), 一些研究者提

出婚姻教育还应帮助伴侣做出更成熟的决定(包
括分手 ), 以更多地预防离婚及其他消极后果

(Markman, Rhoades, Stanley, & Peterson, 2013)。综

上所述, 婚姻教育是一种预防取向的心理教育模

式, 通过提供结构性的教育来促进个人成长和关

系健康, 预防关系问题及其他消极后果。 

3  理论基础 

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婚姻教

育以预防学为指导, 以社会认知和行为理论为基

础, 而“关系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则直接影响了婚

姻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内容。 
3.1  预防学的基本原理 

预防学聚焦预防人类的功能失调, 预防干预

的目标旨在通过增强保护因子, 切断因风险因子

导致功能失调的中间链, 直接降低功能失调, 或
预防最初出现的风险因子(Coie et al., 1993)。依据

Mrazek & Haggerty (1994)对预防项目的分类, 婚
姻教育可以分为广泛性预防、选择性预防和指导

性预防。广泛性预防面向所有的伴侣, 不考虑他

们带进关系教育的风险因子; 选择性预防聚焦有

抑郁(distress)或离婚风险的伴侣; 指导性预防指

向处于抑郁早期阶段的伴侣; 而伴侣治疗则针对

已经出现抑郁症状的伴侣。传统的婚前辅导主要

面向中产阶级高功能伴侣, 属于广泛性预防, 当
前婚姻教育开始转向多种处境不利伴侣(如贫穷、

低教育水平、少数族裔, 同性恋和再婚伴侣)的选

择性预防和处于抑郁早期伴侣的指导性预防, 在
形式上从早期聚焦“伴侣”的形式, 开始转向评估

没有伴侣共同参加的“个体”关系教育的有效性

(如 Antle et al., 2013; DuPree, Whiting, & Harris, 
2016)。 
3.2  认知行为的理论取向 

婚姻教育以社会认知和行为理论为基础, 强
调伴侣间的交互作用和行为交换, 同时延续了认

知行为婚姻治疗重视技能训练的传统。传统的婚

姻教育项目以认知行为取向为主, 主要通过增强

伴侣间的交流和冲突解决关系技能来预防未来的

关系问题, 是一种广泛性预防(Blanchard, Hawkins, 
Baldwin, & Fawcett, 2009)。 

3.3  “关系科学”的新发展 
始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关系科学”聚焦

伴侣关系和伴侣功能的独特性研究 (Bischoff, 
2011), “婚姻过程”即“伴侣间的交互作用”是当前

关系科学研究的重点。婚姻教育以关系科学为指

导, 聚焦与未来关系发展相关联的伴侣交互作用, 
将交流和冲突解决技能训练作为干预的重点

(Halford, Markman, & Stanley, 2008)。近年来关系

科学的研究延伸和超越了最初简单的交流互动与

未来婚姻关系的关联 , 主要围绕三大主题展开

(Markman & Rhoades, 2012)：积极特质如承诺、

奉献、宽恕等保护因子在关系转换中的作用, 婚
姻质量与个体功能的关系, 婚姻质量与父母、孩

子功能的内在关联。 

4  指向普及应用的广泛性预防 

婚姻教育最初针对婚前阶段, 专业的婚前辅

导起源于 1950 年代牧师中的先锋, 这一时期的研

究不仅文献有限, 且常采用医学模式(Stahmann & 
Hiebert, 1997)。1970s 以来随着人们对预防心理问

题兴趣的上升, 一些小样本短期干预研究验证了

社会技能模型的有效性 (Silliman & Schumm, 
2000)。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随着离婚率的持

续上升, 针对白人中产阶级伴侣的广泛性预防重

新受到重视(Stahmann & Hiebert, 1997), 更多系

统的、以纵向研究为基础的预防项目得以开发 , 
一些重要的评估工具被广泛修订和应用, 婚前辅

导的有效性得到进一步的验证(王晓萍, 2017)。 
4.1  广泛性预防的有效性 

婚姻教育广泛性预防的有效性主要通过两种

方式来确定：通过实验研究来检验婚姻教育的伴

侣“关系效应”, 借助于调查研究来确定婚姻教育

的现实生活效应。 
4.1.1  伴侣关系效应 

几乎所有的婚姻教育都聚焦“关系”结果, 其
效应主要依据日益增长的元分析研究(Cowan & 
Cowan, 2014)。几大元分析显示干预在关系技能方

面具有积极显著的短期效应, 但在关系质量上却

有着不一致的结论：Carroll & Doherty (2003)的研

究显示伴侣在关系质量上平均体验到 30%的提高, 
而其他元分析表明“关系”技能效应显著大于关系

质量(王晓萍, 2017)。Blanchard 等(2009)针对交流

技能效应检验了 97 个研究, 结果显示婚姻教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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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广泛性预防、选择性预防还是指导性预防都

是有效的：对功能良好的伴侣, 具有长期效应; 对
于抑郁伴侣只有后测和短期效应(Blanchard et al., 
2009); 而伴侣将关系技能应用于真实生活情境时

只达到中等效应(Fawcett, Hawkins, Blanchard, & 
Carroll, 2010), 由于缺少长期跟踪研究 , 关系技

能的长期效应还无法确定。 
有关“关系满意度”研究显示婚姻教育有助于

维持关系满意, 对于已经做好改变准备的高风险

伴侣具有显著效应, 对于低风险伴侣以及还没做

好改变准备的高风险伴侣 , 效应小甚至没有

(Halford & Bodenmann, 2013), 双方“共同应对压

力”对关系满意有很强的预测力(Falconier, Jackson, 
Hilpert, & Bodenmann, 2015)。当前婚姻教育无法

确定关系质量的干预效应或许与干预对象的特点

有关。2006 年以前婚姻教育主要针对高功能伴侣

(McGill et al., 2016), 聚焦中产阶级婚姻生活的早

期阶段——约会、新婚、向父母阶段转换(Cowan & 
Cowan, 2014), 这些伴侣最初的关系满意度较高

(Halford & Bodenmann, 2013), 故关系质量进一步

提升的空间往往有限。此外, “关系科学”自身研究

的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已有婚姻教育普遍强

调认知技能训练 , 对情感因素缺少应有的关注 , 
对亲密关系的发展机制还不知晓 (Markman & 
Rhoades, 2012)。婚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加强

“关系科学”和“风险”等中介因子的深入研究, 同
时借鉴和融合“情感聚焦的伴侣治疗” (Emotionally 
Focused Couple Therapy, EFT)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4.1.2  现实生活效应 

大样本调查研究显示干预在婚姻质量和稳定

性方面具有积极显著的效应 (Stanley, Amato, 
Johnson, & Markman, 2006; Sullivan & Bradbury, 
1997; Williams, Riley, & Van Dyke, 1999)：与离婚

率、婚姻冲突呈显著负相关, 与婚姻满意度、责

任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在内容方面, 交流、冲

突解决和承诺是最有帮助的; 在时效性方面, 干
预后的早期阶段比后期阶段更有效(如 Stanley et 
al., 2006;Williams et al., 1999); 在干预的强度方

面, 以课程为基础 9~20 小时中等强度的干预是最

有帮助的(Halford & Bodenmann, 2013; Hawkins, 
Blanchard, Baldwin, & Fawcett, 2008)。尽管大量的

研究表明婚姻教育是有效的, 但整齐划一的标准

化教育项目难以满足不同伴侣的独特需要 (如

Carroll & Doherty, 2003),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修正

标准化的项目和评估策略以适应多样化人群的独

特需要。 
4.2  广泛性预防的新发展 

作为一种更切实可行的公共健康途径, “自我

指导” (self-directed)的婚姻教育可以潜在地面向

更广或不同的受众(McAllister, Duncan, & Busby, 
2013), 采用以评估为基础的在线学习等形式, 克
服了传统面对面干预在时间、经济成本、私密性

等方面的局限(Zemp et al., 2017)。对承载了多种

压力的双职业伴侣来说, 自我指导的在线学习能

用相对短的时间增强他们的关系 (McAllister, 
Duncan, & Hawkins, 2012; Zemp et al., 2017)。近

年来, “自我指导”的手机 APP (mobile application)
在线学习开始受到关注。第一个手机 APP 项目“每
天的爱” (Love Every Day)的评估研究显示, APP
学习者参与度高, APP 在线学习在关系技能、伴侣

间的行为互动和关系质量方面取得了积极显著的

关系效应(Lucier-Greer, Birney, Gutierrez, & Adler 
-Baeder, 2018)。元分析显示, 单一的“自我指导”
教育只有很小的关系效应(McAllister et al., 2012), 
而将传统工作坊干预和自我指导的关系教育相结

合的混合型教育则有显著效应。婚姻教育的进一

步发展需要加强现有教育项目自我指导版本及手

机 APP 项目的开发, 将传统干预与“自我指导”的
婚姻教育相结合, 同时加强有效性评估。 

总体上婚姻教育在伴侣关系上取得了积极显

著的效应, 但现有研究在理论框架和实践策略两

方面都面临诸多挑战：在关系效应上, 已有研究

往往局限于认知行为层面, 对情感因素和伴侣关

系的动力研究不足; 在有效性评估方面, 婚姻教

育缺少对家庭整体功能应有的重视, 现有研究对

亲子关系和儿童结果的评估非常有限; 在积极预

防取向上, 婚姻教育对承诺、婚姻宽恕等重要保

护因子缺乏融合研究; 在推广应用方面, “自我指

导”的线上项目大多缺少有效性研究, 手机 APP
在线学习还处于起步阶段, 从研究到真实世界推

广应用的公共健康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5  面向低收入伴侣的选择性预防 

传统的婚姻教育聚焦中产阶级伴侣婚姻生

活的早期阶段 , 最近的婚姻教育开始转向低收

入、有风险但还没有经历到关系困难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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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wan & Cowan, 2014)。1990 年代以来, 美国联

邦政府对低收入伴侣“增强健康的婚姻”项目给予

更多的公共政策和资金支持 (Antle et al., 2013; 
Markman & Rhoades, 2012), 自 2002 年开始每年

投入 100 亿资金(Knox, Cowan, Cowan, & Bildner, 
2011), 2010 年国会通过提案再提供 75 亿资金

(Bradford et al., 2015)。“建立强壮的家庭” (Building 
Strong Families, BSF, 2010)是政府倡导的针对低

收入未婚伴侣的第一个大型项目 (Wood et al., 
2012), “支持健康的婚姻 ” (Supporting Healthy 
Marriage, SHM)则是针对低收入已婚伴侣的另一

重大项目, BSF 和 SHM 都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大规

模干预项目。 
5.1  选择性预防项目的发展 

尽管很多研究已经检验了婚姻教育的有效性, 
但现有研究大多针对白人、中产阶层, 而低收入

伴侣在生存压力、关系解体等方面会面临更大的

危机和挑战, 他们的关系问题往往表现出更多的

临床特征：周而复始的不良冲突模式, 不稳定的

关系特征 , 对关系问题缺少有效的应对技能

(Wetzler, Frame, & Litzinger, 2011), 这些伴侣在

参加的机会和理解课程的能力方面也存在一定的

困难(Stanley et al., 2006)。针对这样的社会现实,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以已有干预项目为基础, 发展

了针对低收入、低教育群体特征的教育项目, 当
前这类项目大多缺少有效性评估(Wetzler et al., 
2011), 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选择性预防项目有待

于进一步开发和完善, 婚姻教育的选择性预防还

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 
5.2  选择性预防的有效性 

针对低收入伴侣的关系教育以团体形式进行, 
主要聚焦伴侣交流, 也有少部分涉及父母个人福

祉、压力应对、父母养育或代际之间的议题(Cowan 
& Cowan, 2014), 其效果评估主要依据为数不多

的元分析和政府资助的大型婚姻教育项目 BSF 和

SHM 的系统评估。第一个评估低收入伴侣关系教

育的元分析显示干预具有一定的效应量 (d = 
0.25~0.29) (Hawkins & Fackrell, 2010), 最近的元

分析表明干预效应与研究设计有关：采用独立样

本前后测研究设计的效应量较大(d = 0.352); 运
用“实验−控制组”研究设计的干预有着很小但积

极的关系效应(d = 0.061), 已婚伴侣比同居伴侣

效应量略高(d = 0.091), 这些效应通常都是参与

者的自我报告, 少部分使用观察测量法(Hawkins 
& Erickson, 2015),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效应就会

消失(Cowan & Cowan, 2014)。 
BSF 是美国政府资助的第一个大型健康婚姻

项目, 覆盖美国 8 个州超过 5000 对低收入未婚同

居伴侣参加了这项研究。BSF 在效应上还有着不

一致的争论：一些研究发现, 除俄克拉荷马州外

BSF 总体上没有什么效应(Johnson, 2012, 2014; 
Wood et al., 2012)。与此相反, Hawkins, Stanley, 
Blanchard 和 Albright (2012)提出, 和控制组相比

超过半数的非裔伴侣 15 个月后显示了积极显著

的“关系”效应, 显著的儿童心理健康效应。而 Wood, 
Moore, Clarkwest 和 Killewald (2014)和 Johnson 
(2012, 2014)指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 3 年后非裔伴

侣和俄克拉荷马州的伴侣关系质量不再有干预效

应(Wood et al., 2014; Johnson, 2012, 2014)。 
SHM 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另一大型项目, 遍

布美国 8 个州 6298 对已婚低收入伴侣参与了这

项研究。SHM 采用随机临床设计, 不同干预点选

用不同的干预项目, 运用自我报告和观察法收集

数据(Cowan & Cowan, 2014)。总体上 SHM 在关

系 满 意 和 交 流 方 面 产 生 了 小 的 显 著 性 效 应

(Rhoades, 2015; Williamson, Altman, Hsueh, & 
Bradbury, 2016), 且在 12 个月和 30 个月后仍有效

应, 30 个月后的效应甚至更高(Hawkins, 2014)。
BSF 和 SHM 在效应上的差异也许与干预对象有

关：BSF 针对未婚同居伴侣, 只有 55%的被试参

加了至少一次的干预, 而 SHM 针对已婚伴侣, 至
少 83%的被试参加了干预, 总体出席率超过 70% 
(Cowan & Cowan, 2014), 同居伴侣也许比已婚伴

侣的承诺水平更低。由于使用的单向评估策略 , 
现有研究还无法确定同一结果评估的性别差异 , 
如男性的身体伤害(physical assault), 女性的心理

困扰(psychological distress), 也无法确定干预的

强度效应(Rhoades, 2015), 以及语言、人种等因素

的中介效应(Bradford et al., 2015)。 
当前针对低收入伴侣选择性预防的有效性还

没有明确的定论, 现有研究还无法确定关系教育

效应是否与收入水平、人种有关。选择性预防如

何针对低收入伴侣的关系特征构建可实现的目标, 
如何灵活裁减、建构针对性强的干预方案, 如何

有效实施干预方案和评估计划, 如何维持干预的

长期效应, 如何在更广范围推广应用, 都需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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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系统研究展开进一步的探索。 

6  针对受困扰伴侣的指导性预防 

6.1  指导性预防的有效性 
随着婚姻教育的深入发展, 现阶段更多目标

是针对风险伴侣的指导性预防(如 Carlson et al., 
2017)。在过去的十几年, 随着婚姻教育公共资金

的不断扩大 , 一些困扰(distress)伴侣有机会参加

课程教育(Bradford et al., 2015), 最近的研究开始

评估受困扰伴侣婚姻教育的有效性(如 Bradford et 
al., 2014; Carlson et al., 2017; Quirk, Strokoff, 
Owen, France, & Bergen, 2014)。相关关系技能的

元分析显示, 婚姻教育对抑郁伴侣的关系技能产

生了后测和短期效应(Blanchard et al., 2009), 对
于可改变的风险因素, 伴侣获益良多, 对于难以

改变的风险因子, 现有关系教育所显示的效益较

小甚至没有(Halford & Bodenmann, 2013)。 
6.2  指导性预防的新形式 

早期的关系教育通常是伴侣形式, 最近的研

究开始检验没有伴侣共同参加的个体关系教育的

有效性(如 Antle et al., 2013; Carlson et al., 2017; 
DuPree et al., 2016; Lucier-Greer & Adler-Baeder, 
2012), 关注个体功能, 如神经质、抑郁症状、焦

虑的积极改变和自主性的增强等(如 Bradford et 
al., 2014; McGill et al., 2016)。聚焦双重效应(个体

和伴侣功能)的婚姻教育处在一个初始的阶段。 
选择性预防和指导性预防是当前婚姻教育研

究的重点, 但现有婚姻教育没能将两者进行有效

的区分和融合。不少处境不利伴侣双方或一方存

在心理功能失调问题, 如何针对个体心理问题加

强临床应用研究, 如何将个体和伴侣关系干预有

机结合, 实施针对性强的选择性预防和指导性预

防, 如何进行“双重效应”的评估, 这些都是婚姻

教育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7  婚姻教育的局限与展望 

当前面向高功能伴侣的广泛性预防在关系技

能上取得了积极显著的短期效应, 针对处境不利

伴侣的选择性预防和处于抑郁早期伴侣的指导性

预防还处于探索阶段。现有研究无论在理论基础

和研究方法、项目的针对性和干预的系统性等方

面都存在不足, 未来需要针对不同群体的特征展

开针对性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7.1  理论研究的不足 
7.1.1  “关系科学”的欠缺 

与以理论模型为基础的家庭治疗不同, 婚姻

治疗最初聚焦临床议题, 治疗师也始于心理治疗

领域外部(如律师、社工、牧师、教育者等), 婚姻

治疗从一开始就存在理论研究不足的现实问题

(Bischoff, 2011)。现有的婚姻教育仅仅支持了简单

的“交流−满意度”行为婚姻治疗模型 , 已有研究

对伴侣关系的独特性理论还很不成熟, 对关系发

展的机制也不知晓, 这些都是婚姻教育在关系质

量上还无法确定效应的重要原因。未来需要加强

理论研究和模型建构来探索提高关系质量及个体

功能的有效机制。 
7.1.2  预防学研究的不足 

婚姻教育三级预防面临不同的挑战。广泛性

预防面临普及应用的有效性问题。研究表明, 那
些年长、受教育程度高、宗教信仰更虔诚、物质

主义倾向更低、伴侣有更多神经质倾向、可约会

时间短、母子关系更差的伴侣, 更愿意参加自我

指导的广泛性预防(Zemp et al., 2017), 婚姻教育

研究者应根据不同对象特征设计针对性强的“自
我指导”项目 , 加强综合型干预项目开发及课程

有效性评估, 同时展开“自我指导”教育的广泛传

播研究。 
当前针对低收入伴侣的选择性预防并未提供

充足的科学依据(Hawkins et al., 2013; Johnson, 
2012, 2014;), 相关研究检验了“承诺” (Rauer et al., 
2014)、“希望” (Hawkins, Allen, & Yang, 2017)、“双
方共同应对压力” (Mitchell et al., 2015)等重要保

护因子在低收入伴侣教育中的作用, 但现有研究

还无法回答项目核心变量与伴侣关系、父母关系

与儿童问题行为改变的对应关系。未来需要更多

针对低收入伴侣保护和风险因子的研究, 特别是

压力的影响, 来发展针对性强的项目, 不断提高

选择性预防的有效性。 
面向受困扰伴侣的指导性预防正向临床模式

发展(如 Bradford et al., 2015; Ketring et al., 2017; 
McGill et al., 2016), 但现有文献仍然混淆了低收

入伴侣(社会特征)和那些有着高水平个人与关系

困扰伴侣(心理特征)的效应(Bradford et al., 2015), 
针对个体有抑郁倾向及严重情感问题等风险因子

的研究非常有限, 相关项目在内容和评估等方面

还不够成熟。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探索导致个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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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问题的关键动力和有效改善相关问题的策

略。教育项目需综合哪些关键要素来提高关系质

量、减少关系问题？此外, 针对其他高风险人群, 
如再婚伴侣(如 Fox & Shriner, 2014; Lucier-Greer 
& Adler-Baeder, 2012)和同性恋伴侣(如 Whitton, 
Weitbrecht, Kuryluk, & Hutsell, 2016; Whitton & 
Scott, 2017)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未来需要针对多

样化的高风险个体和伴侣大样本加强专业临床研究, 
全面推进选择性预防和指导性预防的深入发展。 
7.2  研究方法的欠缺  
7.2.1  研究设计的不足 

已有婚姻教育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弱设计, 采
用随机对照临床实验(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RCT)的研究较少(Markman & Rhoades, 2012), 当
前针对低收入伴侣选择性预防的效应还无法确定, 
元分析表明, 研究设计直接影响低收入伴侣关系

教育的有效性及效应量 (Hawkins & Fackrell, 
2010)。相关研究显示干预效应随时间推移变弱(如
Cowan & Cowan, 2014; Stanley et al., 2006), 由于

缺少长期跟踪研究, 婚姻教育的长期效应还难以

确定。未来需要更多高质量的追踪研究来确定婚

姻教育的真实效应和时间效应。 
7.2.2  结果测量的局限 

几乎所有的婚姻教育都聚焦“关系”结果, 很
少有其他维度的评估, 如个体或家庭功能及儿童

心理发展的效应(Cowan & Cowan, 2014)。在影响

家庭调节适应的五大因子中, 除伴侣关系质量、

父母亲的个人调节、亲子关系外, 还有原生家庭

的关系模式和家庭系统之外的生活压力与社会支

持(Cowan, Cowan, Ablow, Johnson, & Measelle, 
2005)。未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确定干预在伴侣关

系、个体心理功能、共同养育、亲子关系、儿童

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效应, 同时确定哪些因子能够

预测这些结果变量。 
7.3  发展和实施系统化的干预 
7.3.1  开展系统化的研究 

传统的婚姻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模式适合所

有伴侣”的标准化干预 , 这样的辅导缺少针对不

同伴侣独特需要的有效训练。婚姻教育需要针对

三级预防多样化人群的特点及伴侣和个体现有的

功能水平, 实施针对性强的干预。通过调查不同

群体婚姻质量和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伴侣独特需

要和感兴趣的内容 , 发展或改进婚姻教育项目 ; 

在此基础上, 通过 RCT 研究设计进行准实验研究, 
同时依据生态系统理论, 从伴侣关系、个体、家

庭及儿童心理功能等方面全面评估干预的效应 ; 
最后再通过有效的传播途径将研究成果全面推广

和广泛应用。 
7.3.2  提供针对性强的干预 

在系统化研究设计的基础上, 婚姻教育的实

施应从三级预防角度为不同伴侣提供针对性强的

干预。对于那些低风险、高功能伴侣, 应综合“自
我指导”的简短干预进行广泛性预防。对于贫穷低

收入伴侣, 应综合考虑干预内容、形式、强度及

适合低收入、低教育水平伴侣的特别教学法, 同
时给予更多的社会支持。对于那些有抑郁和高离

婚风险倾向的伴侣, 应将评估问卷和技能训练相

结合, 通过前工作坊评估鉴别个人和关系中的风

险因子(Barton, Futris, & Bradley, 2014; DuPree et 
al., 2016), 识别包括伴侣暴力在内的中介风险因

子, 并把个人和关系问题融入辅导项目(Bradford 
et al., 2015), 同时加强指导性预防向临床模式发

展, 通过概念化“促进者联盟” (facilitation alliance)
明确可操作的变量(如温暖、回应等)来加强指导者

的培训(Ketring et al., 2017)和独特的教学法技能

训练(Markman & Ritchie, 2015)。对那些有着个人

和关系困扰的伴侣, 应将治疗和关系教育一体化, 
提供额外的临床和转诊服务, 同时鼓励伴侣在需

要时使用伴侣治疗。 
婚姻教育从预防与发展的视角, 对西方婚姻

家庭生活变革、离婚数量急剧上升这一社会现实

作出积极应对, 为我们审视快速变迁的中国婚姻

及婚姻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思路和应对策

略。在中国开展有效的婚姻教育, 首先要基于中

国的文化传统, 结合婚姻的信念与价值、婚姻的

角色与期待、婚姻的文化传统与习俗等主题进行

本土化研究。其次要针对当下中国快速转型的社

会现实, 展开当代婚姻质量和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研究, 同时加强“关系科学”的理论研究与模型建

构。在此基础上, 借鉴国外婚姻教育的理论、策

略与技术, 针对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特点, 
逐步开展系统化的三级预防婚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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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ag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ree-stage preventive model 

WANG Xiaoping1; ZHU Tingting2 
(1 School of Earty-childhood Education, Nanjing Xiao 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211171, China)  

(2 Institute of Medical Humanities,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66, China) 

Abstract: Marriage education (ME),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is a preventive-oriented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model, which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and promoted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As a way of 
universal preventi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 mainly target middle-class higher-functioning 
couples in the pre-marital stage. The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elective prevention of couples in 
poverty and other disadvantage situations and indicated prevention of couple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depression. As ME, based on the three-stage preventive model, still has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methods,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E should focus on in-depth research in theory and 
research, project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marriage education; universal prevention; selective prevention; indicated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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